以SSCI及TSSCI為名的學術大屠殺

─ 廢文棄法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郭明政

一、前言

作為一名台灣的大學教授，他們得為能否溫飽，能否養家活口而煩惱
。然而，也少見抱怨。雖然如此，校園內的競爭、考核、評鑑，卻也讓不少教授吃足苦頭。如何在SSCI期刊發表論文，如何成為SSCI教授，如何因應國際化的浪潮，成了大學教授們的必要功課。就此，曾有人指出：許多學界同仁傾向認為國際化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壓力，視英文發表為防衛性的「因應措施」以及「生存之道」
。換句話說，如果不以英文寫作，將有面臨無以生存的問題。此一現象是否普遍存在每一所學校，仍待全面檢視。可以確定的是，這樣的現象明顯存在於我所任職的大學--政治大學。

教育部、國科會決定所謂研究型大學、聯合大學系統、卓越計畫以及各種獎項、獎助時，SSCI、SCI、H＆ACI到底具有何等角色、份量，仍有待司法機關或監察院的調查
。當然，也期待教育部、國科會等部會，甚至行政院的自我檢討與反省。雖然如此，從教育部公佈各大學SCI及SSCI總數排名之事實，可以得知教育部對於SSCI、SCI的重視與評價。從一篇由朱敬一、王泛森所整理的一篇所謂「人文社會學門的評審原則」的會議記錄中，亦可得知SSCI在國科會的關鍵地位，他們指出
：

- 
雖然人文社會學科各學門皆有其差異性，但不表示我們需要為每一個學門自闢獨立的審查機制與準則；

· 就期刊而言，國外的SSCI指標（或影響加權的SSCI指標），國科會的期刊排序，以及國內的TSSCI指標等，都是期刊品質的某種評定，以供評審者事後參考，也可以供受評人事前投稿目標選擇的參考；

· 因此著作語言雖不應有強制的規定，但仍應鼓勵研究者以能與最大之專業學術社群溝通之語言來發表著作。、、、、一旦文化與地域特性變成了拒絕他人評審的藉口，則難免形成劃地自限、坐井觀天的自大。

基於資料的限制，本報告無法就國科會、教育部的決策進行深入研究，因此將以政治大學為例進行初步的分析。按ISI雖區分為SSCI、SCI、AHCI等類別，但教育部的統計資料主要限於SCI及SSCI。又在此三者之中，SSCI可說是爭論最大，同時也對政大此等以人文、社會科學為核心領域的大學影響最大。按政大可說是國內各大學中，除了各藝術大學外，特別以人文、社會科學為其核心領域的大學
。今後，如果教育部、國科會再擴及於AHCI，則政大也當是各藝術大學之外，受影響最深的大學。如果說SSCI與眾多教授的生存有關，SSCI及AHCI也將影響到政大的生存。咸信，對政治大學的個案分析，當是進一步全面檢視的一個基點。透過對政大的分析，或可對於問題，得到更清晰的掌握。

二、政大的個案分析

2004年5月20日政大校慶的典禮上共有45位教師獲得該學年度的國際化優等研究獎，3名教師獲得國際化獎勵特優研究獎，9位獲得傑出研究講座
。每一位獲得優等研究獎者，獲頒獎牌及每篇論文二萬元；特優研究獎者，每篇三十萬元之獎勵；獲頒傑出研究獎著者，獲頒獎牌以及兩學期各僅授課三學分之獎勵。由於前二個獎項可累積為第三個獎項，因此明後兩年將有會出現更多的講座教師。

若對以上獲得國際化獎勵教師加以分析，其分配如下；

獲得特優獎勵者：財管系1名、會計系1名、廣告系1名。

獲得優等獎勵者：應數系7名，資管系7名，統計系5名，資科系4名，金融系4名，企管系3名，經濟系3名，國貿系2名，英語系2名，會計系1名，風管系1名，財管系1名，財政系1名，中山所1名，心理系1名，教育學程中心1名。

如果以學院區分：

獲得特優獎勵者：商學院2名，傳播學院1名。

獲得優等獎勵者：商學院24名，理學院12名，社科院6名，外語學院2人，教育學院1名，傳播學院一名。

如果計算得獎率，應數系為7/14，統計系5/12，金融系4/11，資科系4/12，資管系7/23。又以上五系得獎人共有27人，亦即佔總得獎人數的3/5。

上述45位優等獎勵得獎人所提出的論文共計59篇。其中，提出最多篇數者為6篇。若以著作人數加以區分，多數論文為2至3人所合著。由個人獨力完成之論文僅有17篇。若以類別加以區分，SCI計29篇，EI
計6篇，同時是EI也是SCI者計4篇，SSCI計19篇，AHCI僅有1篇。又在59篇論中，有兩篇是會議論文，但因被列入EI，因此亦可獲得獎勵。又此等論文中EI及SCI之論文多數為理學院及商學院（尤其統計系與資管系）所提出。至於商學院的其他科系及社科院則多屬SSCI之論文。惟亦有例外，例如提出最多篇數6篇的社科院教師，他所提出的論文概屬SCI之論文。至於唯一的一篇AHCI論文係由外語學院的教師所提出。

相對以上各系、所、學院，完全未獲得獎勵的學院計有文學院、法學院及國際事務學院。若以系、所或研究中心為單位，則未得到獎勵者，計有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宗教所、圖資所、政治系、社會系、公行系、地政系、民族系、勞工所、法律系、智財所、科管所、新聞系、廣電系、日語系、俄語系、阿語系、韓語系、土語系、語言所，教育系、幼教所、外交系、東亞所、俄羅斯所、國關中心、選研中心、語視中心。

按以上獎勵之主要依據乃是「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成果國際化獎勵辦法」及「國立政治大學傑出研究講座教師獎勵辦法」。依據前一辦法，特優研究獎的獎勵對象是「最近二年文章刊登在國際一流（排名前五名）學術期刊或由國際著名（排名前五名）出版社及研究機構出版之書籍者」。至於優等研究獎之對象則是「最近二年文章刊登在AHCI、EI、SCI、SSCI或其他國際著名期刊者。」又所謂傑出研究講座教師的對象，則除了「當年度或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當年度獲致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者」，尚有「最近三年內研究績效積分累積二十點者。」 又研究績效之計點方式為：

─ 本校特優研究獎之文章一篇十點；

─ 本校優等研究獎一篇為五點；

─ 登在「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之正式名單者為三點，觀察名單為二點，其他有評審制之國內期刊為一點；

─登在有評審制制度之外文期刊（如在國內發行應是用前一項）一篇為三點。

由此可以得知，若一位教師可以在三年內有四篇論文刊登於EI、SCI、SSCI、AHCI之期刊，他即可成為講座教師。如果他以中文書寫，甚至皆投稿至TSSCI之期刊，則至少應有七篇始符合規定。但由於此等期刊極為有限（以法學為例，僅有二種期刊列入正式名單、二種列入觀察名單），因此若投稿此類期刊以外之法學期刊（縱然是各公私立大學法律系所出版之法學期），則每篇文章有一點。至於某些領域，例如絕大部分的人文學科，因幾乎未有期刊類入正式名單（甚至在觀察名單中亦僅有文史哲學報一種），縱然有評審制，他至少要寫二十篇才可等價於四篇SCI、SSCI、EI、AHCI的論文。至於其他以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俄文等外文撰寫者，亦至少需要七篇。此外，除了在國際化特優研究獎中顧及「著名出版涉及研究機構出版之書籍」外，其他的書籍或書籍中的專書，皆未列入考慮。換句話說，不論出版多少本中外文或外文的專書或專書論文，除非符合前述以外文撰寫的專書論文，否則一概沒有任何點數可言。

又以上優等研究獎的得獎者，不止可因三年四篇SSCI和三年七篇TSSCI論文而得以成為講座教授，而可以大幅減授鐘點，甚且只要兩次獲得此等講座教授，即可永遠免除五年一次的績效評量。相對於此，除非符合學校基本評量辦法的其他免接受評量之歸定，例如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獲頒國家講座或學術獎者或曾獲政治大學傑出教師或教學特優教師二次以上者等另七種要件，否則蓋需接受五年一次的績效評量。依該辦法之規定，未通過此等評量者，不止可能不能升等、不予晉薪、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不得在校內為兼職兼課、不得休假研究、不得出國講學、不得申請留職停薪出國研究或進修，甚至可能不予續聘。基於學校的政策，各學院所制訂的評量辦法將會如何，當不難想像。以政大法學院為例，即將獲國科會研究獎勵出版之學術著作、在國外著名期刊發表之學術著作及在TSSCI及SSCI收錄名單之期刊發表之論文列為第一級期刊之論文並給予40 分之計分。至於第二級之期刊，則僅能獲得20分之計分。此等規定，雖不完全獨尊SSCI，但仍可見SSCI的威力。

又豈止此績效績效評量上的效力，教育部所一再宣稱的大學教師薪給彈性化政策果若實施，此等講座教授也必然成為最高薪者。據此，他們極可能獲得百分之五十的加薪。其實，彈性化政策已因講座制度的設置而付諸實施。今年，依據政治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所遴聘的六位講座教授（別於前述的傑出研究講座教師），應可獲得每年30至100萬的額外加給，因此已成了實質的彈性薪給受領者。此等講座教授的聘任過程中，期刊ISI期刊論文究竟扮演何等角色，仍有待探究。但從前述ISI期刊的注重，當不難推斷其可能具有的關鍵要素。

經由以上一道接一道的指令，大學校園（至少在政大）已越來越自由化、市場化，但也同時也越來越階層、階級化。在校園裡教師的等級不再只是過去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而出現了新的分類，也就是第一級的講座、第二級的傑出研究研究教師、第三級的特優研究獎教師、第四級的優等研究獎教師以及第五級的一般教師。今後，一般教師又將區分為通過績效評量及未通過績效評量兩大類。

若以前述現況為例，今後應數系、統計系、資科系、資管系、金融系的多數教師應可陸續成為第一級、第二級的教授。反之，中文、哲學、歷史、日文、俄文、阿文、法律等系的教授除非特例，否則很難不被歸類為第三級、第四級的教授。此外，也可區分為SSCI級，TSSCI級與普通級，抑或分為「全美化級」、「半美化級」及「不美化級」
。

在此情形下，為了生存，唯有盡可能以英文寫作並投稿SSCI等ISI所收錄的期刊。在獨尊期刊的情形下，縱然有人以英文撰寫專著或主編專書並在國外著名出版公司出版、或有文章發表於國外著名出版公司的英文的專書，除非符合國際化特優獎助之規定，否則將不會被評定有任何價值。因此，五本英文專著也比不上一篇SSCI論文。同樣的，縱然有人以中文撰寫了享譽國際的權威書籍或論文，但只因為他使用中文而不會有任何價值。此外，縱有人以法文、德文、日文等外語撰寫專書、專論，甚且已深受國際的肯認，但此著作也將難以獲得肯定。因為，他們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也就是他們沒有以英文寫作，而且也未向ISI臣服。

以政大法學院為例，此學院雖因TSSCI而使得他所發行的政大法學評論成為唯二的法學TSSCI期刊，進而更確保他身為台灣法學期看兩大龍頭的地位。國內數百名仍待升等的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無不希望能在此刊載論文。政大法學院也成了台灣法學論文的兩大裁判所。然而，此等來自台灣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頒給的桂冠，並不能使政大法學院得有喜悅的心情。首先，此一TSSCI刊物，因有內稿比例的限制，因此並本校教師投稿不但不鼓勵，資深教授甚且不受到歡迎。再者，以前述政大在今年五月二十所頒給國際化優等、特優獎勵及講座教師三種獎項為例，政大法學院即全部掛零。按台灣的法學界向來雖多以台灣的法律為研究標的並以中文撰寫論文，然而台灣的法學界向來即高度國際化，而政大法學院正是得藉以說明的一個成例。向來台灣的法學研究，既非以傳統法制為核心，也不以美國馬首是瞻。當國內眾多系所的教授，例如經濟系多數在美國接受教育甚且只以英文撰寫論之時，法學院的教授受教育，除極少數以台灣的學位未被任命外，留學國別則至為分散。以政大法學院為例，29名現任教師中，留學德國的有14位，美國的有7位、日本的有4位，英國及奧地利各1位。此外，有兩位雖以本國學位任命，但他們也都有多年的外國或中國大陸的教育或研究經歷。此等在不同國家受教育的法學者，他們引進了各國的法學思考、在他們寫作中也大量使用不同國家的文獻。他們除了以中文撰寫論文，也每以德文、英文、日文等撰寫專書論文，甚至與國外知名學者共同主編外文專書。又相對於某些學門對於期刊的偏好，法學界不只撰寫期刊論文，他們也常撰寫專書中的專論。延襲德國、日本的傳統，近年來台灣也每為慶賀資深教授的生日或退休而有慶賀論文集的出版。由於語言不正確（多數不是英文），發表的國別不正確（多數不是美國）、發表的方式不正確（每每不是期刊，更非SSCI期刊），因此再多的著作也不能符合學校的獎勵標準。當然，政大法學院的教授，是否確實盡力於研究，則是另一個需要檢驗的問題。問題是，他們連被檢驗的機會都沒有。

據此，從政大的個案可知，所謂生存的問題，絕非只是感覺而是明確的真實。又此存在問題，豈止是各系教師的生存問題，甚至是眾多系所生存的問題。如果此等系所不能有合格的教師，減班、廢系也將是無可避免的命運。由此亦可知，廢除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法律系等學系，甚至廢棄文學、歷史、哲學、法律，不只是計畫、也不只是陽謀，而是已經積極進行中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焚書坑儒的二十一世紀版。

三、政大案例成因的探討

經由以上分析，政大是不是病了？政大還會有前景？
如果政大眾多的教授，因為懶惰、因為知能不足，政大的眾多教授應當反躬自省，否則對不起學生，也對不起納稅人。然而，政大如此淪落，真的是政大眾多教授的問題？就此，所有的政大教授（那些優等、特優研究或講座教師可以除外
？），必須深刻反省。咸信，不只政大的教師，甚至全國的大學教師都不應逃避評鑑，也不應逃避研究成果的檢驗。惟在自我反省之外，也應探討目前的獎勵、評鑑是否合理。此等獎勵、評鑑制度的合理與否，乃是政大案例最具關鍵性的外部成因。

咸信此等外部成因，決不是政大的教授受到影響。若以政大目前所訂的標準為斷，分別由中研院院士及台大教授出任的教育部長、研考會主委顯然也都難以通過考驗
。針對此種外部成因，或可分為表面因素與實際因素加以探討。

1. 表面原因：ISI與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壟斷支配

如前所述，政大所採行的評鑑、獎勵基準中，最具關鍵性的基準莫過於美國Thomson公司isi所建立的SCI，SSCI及AHCI資料庫以及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建立的TSSCI資料庫。亦即舉凡被兩個資料庫的索引目錄認可的期刊，都將被認定為一流（例如SSCI）或二流（例如TSSCI）的期刊。至於其他未列入者，顯然都是不入流的期刊。更值得關切的是，不只是此等期刊是否入流、不入流的問題，而是舉凡在入流的期刊發表的論文一概被認為是入流的論文，反之則是不入流的論文。接著下來，舉凡是在入流的期刊發表論文的教授就成了入流或上流的教授，否則就是不入流或下流的教授。

2. 實際原因：朱敬一、管中閩、莊亦琦的支配性領導

台灣所以會將ISI的引註索引及TSSCI所以會席捲全台，最為關鍵者，當非中研院院士，也是前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朱敬一莫屬。他除了在擔任國科會人文處長期間大力推動SSCI外，他甚且可以稱得上是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之父。迄今，他仍是該研究中心的首席顧問。從他與他的國科會人文處之繼任者王泛森所整理出來，所謂的「人文社會學門的評審原則」，可以再次看到他對於統一評審基準的衛護心態，也看到他對於以特定外語發表論文的堅持，甚且看到他明白指出SSCI、TSSCI的特別偏好。除此之外，他們也不諱言他們在社會科學領域中，對於期刊的特別偏好，而有所謂：「在人文社會學群中，一般而言，社會科學領域比較著重期刊論文，但人文學領域基本上是專書與期刊並重。」

至於第二推手，則非中研言院院士，也是現任是中研院經濟所所長長及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的首任主任管中閩。按此一設立於中研院經濟所的研究中心，因負責TSSCI期刊之認定，而已成了台灣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總裁判所。管中閩也成了此一裁判所的首任裁判長。他在「學術國際化與學術進步
」一文中所提出的論述，中雖未對TSSCI提出說明，但他顯然極力為SSCI辯護。在此文中，他雖也指出國際化未必絕對需要，SSCI也未必是沒有問題的標準。然而他卻說；

─ 
學術重要的部分在於其創新和發展的成果，、、、既然是創新和發展成果，我認為需要在更大的學術社群接受檢驗、接受確認。、、、而這無可避免的就會聯繫到學術國際化。、、、、因為它（SSCI）都是以英文期刊為主，因此自然而然成為學術國際化的指標
。

─ 
你用它（SSCI）作一個標準，好過沒有標準。用SSCI的確沒有辦法看到一些品質的部分，但站在執行的層面上，有時你得到一些方便，也要付出一些代價。

為了解釋所謂方便的代價，他還特地舉美國名校如何聘請經濟學教授之成立加以說明，他說：

「我認識一些經濟學界在國外學校，美國一些top學校的人，他們從來不會去找其他學校的人去employ 他們的新faculty，我曾問過他們類似的問題，難道你們認為只有top 10的學校才是最好的嗎？、、、、但我們沒有辦法，我們當然相信別的學校也會有人寫出很好的博士論文，也適合到我們學校來教書，但我們沒有辦法花那麼大的資本去收集這樣的人。所以我們相信有遺珠之憾，但這也是成本效益的問題
。

由於兩位都是經濟學教授，由此亦可見，SSCI支配也可以稱為經濟學支配。依管中閩的說法，則可稱為「成本效益支配」或稱為「方便支配」。又相對於朱、管二者的全國性支配，若要論及地區性的支配，例如以政大為單位的支配，則也不能不提到經濟學者的支配性角色。就此，曾任政大校長特別助理的經濟系教授莊亦琦即在政大SSCI化中扮演即為關鍵性的角色
。按政大國際化獎勵辦法正是莊教授所負責起草，而成為政大近年來學術發展極為關鍵性的人物。

又如果進一步探究，朱、管等人的學術經歷，他們所以會有以上主張，實不足為奇。從他們公佈在中研院網頁上的著作目錄，可以得知：

─ 
他們鮮少以中文寫作，且多數以英文寫作，但從未以法文、德文或日文等其他外語寫作；

─
他們偏好期刊論文，而幾乎未有專書之專著
；

─ 
他們幾乎不曾撰寫過專書
；

─
他們縱有一些期刊論文，尤其SSCI的論文，但此多數論文並非獨力完成，而是多人合作的產品；再者，此等論文數量若與歐美學者，甚至與國內學者相較，實至為有限。

由此可見，他們確實將自己定位為國際學者，但他們在國際上究竟有何地位，實令人懷疑。雖然如此，他們卻無限膨脹那有限的成就。他們不但無法看到國內的學者在台灣社會學術成長上的貢獻，也看不到不少人比他們還國際化，反而要求國內學者以他們為標準，也就是應該以英文寫作，應該將論文發表在美國，應該將論文發表在所謂SSCI的期刊上。經由如此，他們遂可以高人一等。他們不只成了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裁判者，他們更有領不完的獎項。

惟台灣所以會有如此令人不解的發展，也並非完全歸因於此少數人。如果沒有行政機關的支持，尤其國科會、教育部、甚至本文所特別提的政大，他們也無法既遂他們的主張。

四、SSCI與TSSCI的實際

1. SSCI的實際

首先應指出的是，SSCI並非如管中閩所說，是一個研究機構所編出來的
。實際上，SSCI乃是一家資訊公司，一家營利的Thomson資訊公司下的isi (institute of science information)的產品
。他們的任務，基本上並非為學術服務，而是為他們的客戶服務。誠如他們在網頁上所明白指出：The ISI editorial team's mission is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promising new journals that will be useful to ISI subscribers, and to delete journals that have become less useful.
其次，在SSCI所收錄的一千七百多種期刊目錄，是否可以信賴？就此，分別以是否國際化及是否具有學術評比或評鑑功能加以分析。

就國際化一點，此一期刊原則上似乎不排除外文期刊，因而要求外文期刊應附上英文摘要、關鍵字等，但實際上可說是以英文期刊為限，甚至以美國期刊為限的一份資料。就此，若以SSCI中法律門為例，其所登錄106種期刊，全是英文的期刊。其中除了極少數加拿大、英國、澳洲的期刊外，歐洲大陸的期刊可說絕無僅有。其中，德國有一種被收錄，法國則未有任何期刊被收錄。就此，如同isi網頁既以明文指出重要的科學資訊係以多種不同語言被出版（Although, important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 published in all languages, authors must provid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article titles, author keywords, and abstracts if they hope to reach the widest possible audience.），以此已明確說明SSCI只是美國地域性的資料庫，稱不上國際資料庫。.

再者，則應探究它是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美國資料庫。就此，再以法學為例。首先，學術的成就，尤其學術成果的發表，絕非僅止於期刊，因此以期刊論文為限的資料庫已有重大限制。又若僅著眼於期刊，則期刊內個別論文的品質，絕對比期刊總體品質更重要。又縱然僅著眼期刊品質，則其評鑑的方式也未必僅止於引註之評比而另有作者的權威性與知名度的評比或者是經由對專家調查的評比
。最後，縱然接受以引註作為標準，但SSCI是否是一個合格的資料庫，則令人質疑。

就此，從有關引註研究的學術論文中可以得知，isi的SSCI可說是一個未受到重視，甚至在美國法學界未能得到任何評價的資料庫
。如果將SSCI所選錄的106種期刊和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及Washington &Lee法學院所做的期刊引註研究相比較，則可進一步發現，SSCI的目錄很難禁得起檢驗。首先，若以密西根大學所選，最被常引註的53種期刊為基準，則該53種期刊中，名列第21、25、29、39、40、41、44、52、53的期刊竟皆不在106種之內。其次，在Washington &Lee法學院所列的九百多種期刊引註排序表中，名列28、33、36、46、56、61、67、70、78的期刊亦皆為列入SSCI之中
。其中，諸如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以及Berkley Technology and Law即屬之。反之，眾多被列在SSCI目錄中的眾多期刊，顯然未有太大學術價值，甚至也少被引用。若將此一目錄與Washington &Lee法學院所列的九百多種期刊引註排序表加以比對，不少SSCI期刊目錄的期刊在Washington &Lee法學院所列的排序表中竟名列500名或600名以後。其中，甚至還有完全未列入者，諸如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及Medicine Science and the Law。若加以探究，SSCI所偏重的特定期刊，諸如大量與醫事法有關以及少數與法律圖書館有關的期刊所以被列入，應與前述顧客導向的服務有關。

2. TSSCI的實際

首先，應指出SSCI乃是為了統計引註次數所建立的資料庫。為了選擇對於顧客較為有用的期刊，此一資料庫因而有篩選的工作，但基本上還不是一個期刊評比的資料庫。但是TSSCI則不然。TSSCI與其說是引註的資料庫，不如說是負責台灣期刊管制或評比的監督機構或裁判所。由於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所僅將28種期刊列為TSSCI的正式名單，且觀察名單亦僅有35種，因此可說將大部分的期刊拒於門外。由於加上各行政機關及大學紛紛將TSSCI引為學術論文品質的指標，遂使得其他期刊面臨生存的危機。經由此一政策，台灣的學術到底是更蓬勃、更自由，還是因此更加倒退、更加不自由，實是應予深入探討的問題。

以法學界為例，眾多大學的法律系皆有法學期刊的發行，例如輔仁大學、中原大學、東海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等。然而，此等期刊雖每因經濟因素而辛苦經營，但也都具有一定水準。如果只因引註方式或由於出刊時間等瑕疵，即將其排除，是否適當，實在應加以檢討。於此特別要提出的是，由於TSSCI的建立，台灣的法學正快速地邁向一個論著不自由、出版不自由的時代。其結果，將對於法學的發展有絕對的，甚至絕對負面的影響。

TSSCI的問題，或有待專文討論，更有待不同學門的共同討論。畢竟，因TSSCI而受惠者有限，因TSSCI而受難者則有千萬。

五、既有的批判

對於SSCI崇拜或是SSCI災難，學術界已有不少回應。問題是，此等回應似乎沒有獲得任何迴響，尤其沒有來自國科會與教育部的回應。

就此，深值再次注意的有諸如張茂桂所提出「SSCI與學術「『認可』問題」的論述
。其中，他對SSCI從一個資料庫變成了一個正字標記，而大感不解，並深覺問題嚴重。其次，他也提出了「英文偏見」、「美國偏見」「期刊偏見」「文化偏見」等問題。

張小虹則提到：有人將美國化誤以為國際化，以為學術國際化就是要用英文在國際學術期刊（以美國為最大預設）上發表文章
。針對此等問題，她說

─
對部分學科的研究者而言，我們所關住的的焦點，有時具有較強烈的在地文化脈絡性，並不容易（也不必須）超越地域與文化限制作文號限制做國際漫遊；

─
用中文在台灣發表論文，比我過去用英文在美國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更具思考原創性與社會實踐性；

─
在台灣發表的中文學術論文，當然是台灣國際化的重要環節；

─
台灣學術要真正具有生產力與創造力，就是必須時時刻刻反省台灣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學術生產鏈」上所扮演的代工角色。

又黃應貴在他「台灣人類學發展之我見」一文中，首先質疑台灣的學術工作者，包括經濟學家，對於西方社會對自己社會，尤其他們的深層結構與意識型態，到底有多好認知
？此等認知的缺少遂成為台灣學術研究的困境。又在此之餘，他對使用本土語言的說明更是發人深省，他說：

人類學研究告訴我們，每一種特殊的語言文字之表達方式，最能呈現該文化某些關鍵性特性，而研究課題的選擇與詮釋方式的導向、乃至成果的累積，處處說明了該文化發展的結果，更反應、乃至創造該文化當時的心性。如果以當地文字書寫的人類學著作無法得到當地人的肯定與累積，人類學在當地生根與推廣可能性，勢必受到嚴重的重挫與侷限
。

豈止人類學，任何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能無此認知？所以引述以上論述，除了用以印證以上所述，更認知早有人提出相同的看法，甚且更為深入、更具反省能力的學術論述。此外，所以引述此等論述，還有另外一個目的，那就是藉以檢驗朱、管等人的學術能量、以及所謂創新與國際化的自我標榜。問題在於，他們聽得懂這些論述？問題在於，教育部、國科會、大學裡的官員們聽得懂此等論述？如果是，何以會有政大前述的發展？何以會有幾近焚書坑儒、幾近廢文棄法的文化大革命？

六、本文的補充批判

1. 對於那些以為能和歐美學者並駕齊驅，甚至以為可以在理論上創新的人，他們務必再次檢驗他們對歐美的學術、文化究竟瞭解多少。文學、音樂、繪畫、歷史、哲學、法學都已理解？如果能讀歌德、能聽巴哈，他們將會看到另一個世界。能讀Menger及Schmoller的原典，一樣可以看到以前沒有看到的世界。此外，也有必要好好研讀海耶克，縱然他的書籍、論文已被已英文寫作或已譯為英文。萬不能將支持社會保險的海耶克，錯誤的以為海耶克反對福利國家，並利用他作來反對福利國家的立論
。此外，更不能將海耶克所寫的「到奴役之路」，說成是海耶克針對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的社會福利而寫的一本書
。又如果有人如此無知，也應有能力加以指正。指正台灣的錯誤，對台灣的民生福祉，甚至文化提升，能有所貢獻，此是每一個學術工作者無可逃避的首要責任。從事他人，甚至外國人無可替代的學術工作，乃是台灣學術工作者無可替代的價值所在。就此，與台灣土地相連結的學術研究，每每是外國人無可替代的工作，因此具有獨特性與無可替代性。反之，任何以美國學術為依歸的理論研究，因每具有可替代性，亦即有太多人可以從事相類似的研究，因此未必有「無可替代的價值」。

2. 對於以能夠以英文寫作而自豪，甚至以此認為已達成國際化目標的人，他們務必體認：只以英文寫作乃是無能與不負責任的表現。應知，既然英文是國際最通用的學術語言，因此以英文寫作，不足為奇，更不足為傲。如果中文能力退化到無法再以中文寫論文，他們務必加強中文。拿台灣納稅人的薪水，有義務以此地多數人得以理解的文字發表論文，以供此地人民的參考及檢驗。參考與檢驗者，不只是此地的學者，還有此地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甚至小學生。使用此地多數人無法有效掌握的語言撰寫論文，不只逃避責任，也逃避被檢驗。至於國際化，如果只是美國化，絕非所謂的國際化。一個近似美國人的台灣人，不是台灣學術社會所應追求的目標。此等人，我們可聘請道地的美國人來成為我們的學術伙伴。將國外的學術帶入台灣，在論文寫作中引進歐美的資訊與理論，乃是國際化最重要的內涵。由此出發，若能與國際社會對話，進而對國際學術社會有所回饋，當也是值得努力的目標。又國際化，雖未必然須要使用英語以外的其他外語，但對於以國際化為職志的人來說，他務必要有第二外語。他不只在論文的撰寫上應廣泛使用法文、德文、日文等外語文獻，更有必要以此等外語發表論文及演講。

3. 對於以能夠在英文期刊上發表論文而自豪的人，他們務必體認：只有期刊論文是不夠的。他們務必如同歐美，甚至台灣的眾多學者一樣，撰寫大量的專書論文以及撰寫或主編大量專書。又此等論文、專書，除了能以中文、英文外，更應以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撰寫。

4. 目前獨尊SSCI及TSSCI的作法乃是違背學術自由（包括個人的選擇自由及學術自治的自由）的舉措，而有嚴重違背基本人權的違憲之嫌。此外，未能對同樣有貢獻、同樣致力於學術研究的學者給予平等對待，乃是違反憲法平等原則的違憲行為。又由於對特定SSCI及TSSCI的作法未必對學術有所貢獻，但僅因為特定人量身制訂準則而獲益的人，基本上有獲取不法利益的問題。給予利益者，則有不法圖利他人的問題。

七、結語

咸信除了美國商人為了賺錢而大力推銷SSCI，美國政府應不至要求台灣必須採用SSCI。又國內雖有部分學者大力推銷SSCI，但如果國人，尤其學術界能有所知覺，他們何能為所欲為，甚至變本加利的另創更為激進的TSSCI。既然如此，誰有責任？不是你我，是誰？！

如果要有明確的建議，那將是：

─國科會、教育部明確宣布任何教育評鑑與SSCI、TSSCI、SCI、AHCI無關；

─立即廢除任何以SSCI、TSSCI、SCI、AHCI、EI為依據的學術評鑑或獎勵；

─立即廢除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至少應將TSSCI回歸資料庫的角色。

�一位大學新聘的助理教授月薪不到七萬台幣，縱然他為了取得博士學位而比別人多耗費了十年、甚至十年以上的時間及金錢，又縱然他是MIT、哈佛、劍橋、牛津、巴黎、東京、柏林大學的博士。這不到七萬元的收入不只未達平均兩倍的平均薪資，對於一個五口之家而言，甚且是低於貧窮線的貧戶收入；對於一個四口之家亦不到中低收入戶可能收入的半數，亦即約僅有48％中低收入戶基準�；對於一個已是正教授的資深教授而言，如果他有一個四口之家，他的月薪也應仍低於中低收戶的基準。


� 曾嬿芬，我投稿國外期刊的經驗，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四卷三期， 44-47（47）。


� 按此等問題可能涉及不法、不當行政，甚至有圖利特定人之刑法問題，因此也可能司法問題。


�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四卷三期，7-10（6, 9）。


�按政大42個系所中，有25個系所歸屬於社會科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傳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有14個屬於文學院及外語學院，有3個屬於理學院。


� 此一名單請見2004年5月14日之政大校訊。


� EI並不是isi的索引目錄。在美國也未有所謂Engineering Index。因此，應指Engineering Information所收錄的資料。果如此，又是另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 就此，也可稱為全白化、半白化、不白化三級；或全國際化、半國際化、不國際化三級；甚至全殖民、半殖民或非殖民三級。


� 對樂觀者而言，縱然將政大的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法律系、新聞系、外交系等眾多科系廢除，也不至於造成政大的死亡。那時，政大將可轉型成為僅留數學系、資管系、資訊系、財管系等具有「競爭力」的科系。那時，政大不只不會死亡，還將轉型成為一流的研究型大學。


� 他們如果因此志得意滿，或也太早。問他們是否真的已有傑出的學術成就，或是確實已在國際化上有所成就，仍可進一步檢驗。但如果要繼續以EI、SSCI、SSCI、AHCI為標準，他們的論文篇數或仍較其他大學的教授落後甚多，甚且還未達某些大學或、科系的平均水準。按國內某些科系宣稱其系上教授SSCI的平均發表篇數每年可高達三篇以上。亦即，每四年可高達十二篇以上。又縱然該等論文每每出於學生之手（尤其明文規定博士生應於國際知名期刊發表一定篇數論文的系所），因此應將其論文除以著作人數，但只要平均作者低於三人，他們每三年平均可有四篇以上的SCI論文。如果他們在政大，幾乎每一位都可成為講座教師。附帶一提的是，目前眾多系所流行的政策，亦即由學生寫論文然後與教授聯合掛名，或則由資淺教授撰寫然後再予資深教授聯合掛名的作法，乃是另一個亟待探究的問題。此等作法美其名為團隊合作，但實質上是不是產生搭便車；甚且，導致眾多教授縱使毫無生產能量，但卻可沽名釣譽的問題。


� 從中研院及台大的網頁得知，教育部長杜部長及研考會葉主委似乎未有任何一篇SSCI或AHCI期刊的論文。


� 參見該文的第8頁。


�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五卷一期，1-4。


� 他的論述不亦掌握，也不易引述。讀者最好參照原文。


� 該文第4頁。如果引述乃是代表被肯定，如此一引當又增加管教授的學術聲望。


� 雖然如此，政大（尤其行政單位及校務會議）也當是關鍵的因素。如果沒有校務會議的通過，也不會有此等辦法。


� 朱敬一在費景漢的祝賀論集所發表的專論應是極少見的少數專書中的專論。他們是否另有此等專論，仍有待進一步查證。


� 他們兩人合寫過中文的教科書，但不論是中文或英文的專書顯然皆極為有限。朱敬一在英國出版過的一本專書，應是極少得例外。


� 請見他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所發表「國際化與學術進步一文，3。」


� isi的產品是需要支付龐大費用始可使用。就此，何以國內特定的學術工作者及政府機關特別鍾情此一營利性資料庫，其原委如何，實有待有關機關的調查。


� 請參見諸如蘇永欽等，從美、日、德法學期看看我國法學期看的問題與出路，政大法學評論第79期，313-390；Tracy E. George &Chris Guthie,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specialized Law Review, 26 Fla. St. U. Rev. 813(1999);Crespi, Ranking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Journal, A Survey of Expert Opinion, 31 Int’l Law, 869(1997)


� 就此請特別參見Brown, How Many Copies Are Enough? Using Citation Studies to limit Journal Holdings 94 L. Libr. J. 301(2002) (Http://aallnet.org/products/2002-20.pdf)以及由Washington &Lee 法學院所編制的Most Cited Legal Periodicals: U.S. and selected Non-U.S. (Http://law.wlu.edu/library/research/lawrevs/mostcitednew.asp)


� 若給予詳細檢查，未被列入的重要期刊絕不只此數。此等舉例應已明確說明其缺失。


�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五卷一期，頁5-11。


� 參見她刊載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五卷一期，　12-14


�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五卷一期，32-40。


� 同前註，9。


� 同前註。


� 參見本人所著，不要命的自負─台灣經濟學界對於社會安全之偏見、謬誤及其批判，原發表於「當代」第118期，經改寫後收入本人所著「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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